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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赫尔巴特“五段形式
教学阶段”的导入及推广
∗

———以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为考察中心

肖 菊 梅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１９０１年,通过«教育世界»的介绍,首本教学论译著———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传入中国,赫尔

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也随之被国人知晓.此后,随着教育学和教授学(法)教材的译介及编写、课堂教学

实践的运用以及教案的编写使“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得到进一步推广,加快了我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鉴于

此,对«教授学»进行文本分析,以便了解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传入及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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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导入的背景

美国教育史家鲍尔生认为:“在１９世纪前半叶,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的发展,乃是教育领域中另一

重要因素􀆺􀆺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便把‘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和‘科学教育理论’作为同一词.”[１]直至

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经过其再传弟子莱茵的发展和推广才逐渐被世人重视并影响世

界各国的教学发展,日本就是受影响的国家之一.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大力普及国民教育并借鉴欧

美先进国家的教育理论.明治十五年(１８８２年),日本政府“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法,并命他开展

从德国招聘教育专家的工作”[２];明治二十一年(１８８８年),文部省“聘德国人爱弥尔􀅰郝斯耐克特(Emil
Hausknecht)为帝国大学讲师,郝氏宣讲海尔巴脱(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即综合伦理说与心理说的教

育学说”[３].一时间日本教育思想界为“海派学说所风靡”[３],并受到谷本富、大濑甚太郎、汤原元一等日

本学者的狂热追捧.他们通过论著、讲习会或翻译赫尔巴特、林德纳、莱茵、科兰等欧美教育家的著作等

形式来广泛宣传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并因此成为“日本赫尔巴特运动的指导者”[４].与此同时,日本政府

也派遣留学生,如波多野贞助、野尻精一、汤本武比古等去德国学习赫尔巴特教育学.随着留德学生相

继归国,“日本赫尔巴特学派”的力量得以加强,他们把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教育学和教学论教材

的编写中,如大獭甚太郎的«教育学»、谷本富的«教育学讲义»、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等.１９世纪９０
年代至２０世纪初期,日本处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全盛时代”[５].

而此时,正是国内清政府推行“新政”、实行改革之际.“新政”改革涉及教育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学
制的颁布、新式学堂的兴办、师范教育的勃兴及留学生的派遣等.学制的颁布意味“教育之有系统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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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６]５１５.新式学堂的兴办急需教师及各科指导书.为此,清政府在«钦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为解

教师之缺乏,速派人去国外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６]５３３;中等师范学堂开设“教育学和教授法”科目;对于

教授用书,认为“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６]５４６.这种

“急用”下的“急需”,为近代西方教育学和教学论的导入提供了前提条件.此时,留日学生也成为翻译和

介绍日本教育理论著作和教育学说的主力军.国内教育杂志的创办,更是为西方教育理论著作及学说

的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１９０１年５月,罗振玉和王国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这是我国最早创办的

教育专业刊物,也是最早向国人较为系统地传播西方教育理论的“窗口”.«教育世界»的创办主旨,从罗

振玉所撰的序列中可窥知:“􀆺􀆺一、附译之书,约为六类:各学科规则,曰各学校法令,曰教育学,曰学校

管理法,曰学校教授法,曰各种教科书.一、教科书分小学级、中学级二者.一、此杂志中所译各学科教

科书,多采自日本􀆺􀆺兹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海内外学人若据此编成中国合用之书,则幸甚等.”[７]重

视介绍和引进外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始终是«教育世界»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之一.该刊文章以译

自日文为主,“从第１号到第１８号,全文译载日本各项教育法规、条例达８４种之多,以后又陆续译载日

本各类教科书、教育学及教育史专著５０多种”[８].１９０１年１１－１２月,«教育世界»第１２－１４号连载了

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这是“从国外导入中国的第一本教学论教材”[９]８.通过«教授学»的导入,赫尔

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被国人知晓,它对近代课堂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教授学»及其“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内容解读

«教授学»系日本学者汤本武比古的重要著作.«教育世界»刊载«教授学»一文时并未署译者名,有
学者认为,“这些未署名的文章也系出自王氏(王国维)之手”[９]４３,若以此类推,«教授学»也应属于王国维

的译作,笔者暂以此说法为参考.汤本武比古,日本长野县人,明治十六年(１８８３年)毕业于东京师范学

校,后留学德国,系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回国后历任文部省编辑局职员、学习院教授、开
发社社长、高等教育会议员等.该著共１４章,另附５个教案及一个补录.全书篇幅不长,仅四万五千多

字.鉴于绪论部分通常更具基础性和引导性,加之文章篇幅有限,本文着重选取«教授学»“绪论”中的

“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和“教案”部分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整理各节所涉及的知识要点(表１).
表１　汤本武比古«教授学»中“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知识要点一览表

章目 知识要点

第九章 第一形式阶段即预备 预备之原理;预备一曰分解,分解后又构成一系列;分解的教授之式样

第十章 第二形式阶段即授与 授与之形式;授与时所当据之理法(渐明之理法、精神之呼吸之理法)

第十一章 第三形式阶段即联合
联合所以为构成新概念之预备法;思想之所以必须联合;思想界一致之所
以为要;抽象的知识之所以必要

第十二章 第四形式阶段即结合 此阶段所应为之事;普通的观念与各自的观念之结合

第十三章 第五形式阶段即应用
应用之所以必要;在此阶段无论何项学科常宜一律;无论教授何学科必皆
用五段形式;孔子之五段教授法

附录:古谣教案(莱茵编);算术教案(莱茵编,寻常科一年生用);自然科学教案(莱茵编);物理教授案(林德遵编)和
历史教授案(莱茵编,高等科三年生所用)

补录:孔子五段教授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斯言也,盖即五段法耳.愤、
预备阶段也.启、授予阶段也.悱、联合阶段也.发、结合阶段也.三隅反、应用阶段也.

　　由表１可知:从第九章至第十三章,作者主要论述了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即预备、授
与、联合、结合和应用.从文中可知,此“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与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有
差别.赫尔巴特把教学过程划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形式阶段,其弟子齐勒尔将第一阶段“明
了”再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阶段,于是就成了“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此后,齐勒尔的学生莱茵又把

这“五段形式教学阶段”重新命名为预备、提示、联想、总括和应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赫尔巴特“五段

形式教学阶段”(也称为“五段形式教学法”).从上述知识点可知,«教授学»中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所
描述的是学习心理阶段过程而并非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中所阐述的五个阶段的不同心理特征.这说

明传入中国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经过日本和国内学者的再次转译已失去了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



阶段”思想的本义.正如学者所言:“客观地讲,阅读清末«教授学»的译文,难以领略赫尔巴特原著的思

维方式与叙述逻辑.”[１０]这种现象在近代国人和日本学者译介教学论著作的过程中很普通.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这种翻译方式便于国人接受了解.日本学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对赫尔巴特著作进行编译,«教
授学»就是经过汤本武比古编译的著作.这种著作经由日本传入我国,再经过国人的编译,其思想内容

与原著就相差甚远了.尽管如此,这种经过“转译”注重“学习过程”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经首本教学

论译著传入我国后还是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近代的教学发展.近代教育家俞子夷回忆,“后来师范生和一

般教师只对过程有兴趣,其所自出之五段法则不闻不问􀆺􀆺师范附小为实习地,搞过程,确是当务之

急”[４]４７９.
此外,作者在文中最后一章附录了６门学科教案(古谣、算术、语文、自然、科学、物理和历史),主要

系莱茵所编(物理教授案系林德遵编).这些教案形式主要根据莱茵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编写而成.
它为我们直观呈现了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教案原型,成为我国教师编写教案的原始范本.
而文后附录的孔子五段教授,作者运用孔子的教学思想来解释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经过

作者的解释,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与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相互联系,“从表

层看反映了东方儒学者对孔子思想的顶礼膜拜,而从深层看则反映了文化传播对本土文化的依赖

性.”[１２]利用孔子的“启发式”解释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把新的学说置于中国的教育语境

中,以利于中国人接受并实践.这种尽量避免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将新思想纳入传统思维方式可接受

的范围内,并使其在教育实践中畅行无阻的引进方式,正是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尽管赫尔巴特

“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在清末的引进与实践是浅显的,但是这种经过“转译”而注重“学习过程”的“五段形

式教学阶段”在中国的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的事实却得以证实.

三、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推广

«教授学»的导入,受到国内学者的热烈欢迎.俞子夷回忆:“汤本武比古、小泉又一的著作译本,当
时比较流行.”[１１]４７５通过«教授学»的介绍,国人能较为完整和直观地了解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

段”.近代教育家俞子夷把“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在１９０８年前,五
段法仅仅在讲义或口头谈话中推行,小学课本里很少出现;第二期夹在单级里传播;第三期在辛亥革命

后,推行的方式多,效果算不小,而主要依靠师范学校的大发展”[１１]４７３Ｇ４７５.这是作者以时间分期来划分

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法”的发展.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拟从以下三方面来直观地呈现赫尔巴特

“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导入后的发展概况.
(一)以“教材”为载体

通过«教授学»的译介,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传入国内.此后,相关教育学和教授学著作成

为传播“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重要载体.从该时期传入的教育学著作看,如波多野贞之助的«教育学讲

义»,在“教授论”谈到“教授固不外分解总和二方法,而其阶段要必依儿童发达之秩序以顺授之,由浅入

深,由近及远,勿稍凌乱,斯谓之真正教授”[９]７１.其分段如下:(１)教授材料之分节;(２)教授事项之预告

(包括目的、期望等);(３)受领,又分预备和提示;(４)理会,又分比较和统括;(５)应用.其实际教授阶段

为(３)(４)(５),即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的«教育学»(«教育

世界»第９－１１号刊载),该著系传入我国的首本教育学著作,其中有关于“教授之形式”内容.此外,其
他教育学译著,如天眼铃木著、张肇熊编译的«教育新论»(上海文明书局,１９０２年);熊谷五郎著、范迪吉

译的«教育学»(上海会文学社,１９０３年);东京富山房编、范迪吉等译的«教育学问答»和«教育学新书»
(上海会文学社,１９０３年);小泉又一著、周焕文等译的«教育学教科书»(北京新华书局出版,１９０４年);吉
田熊次著、蒋维乔译的«新教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９年)等,均十分推崇赫尔巴特的“五段形式教

学阶段”.从教授学(法)译著的内容看,除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之外,其他教授学(法)著作,如樋口堪

次郎的«统合新教学法»(文明书局,１９０３年),“纯粹赫尔巴特派,各科教法仅及史地理科等部分,五段法

最实用此等科目”[１１]４７５.此外,多田房之助的«教授指南»(东京并木活版印刷,１９０２年);长谷川乙的«教



授原理»(教育丛书第５集),槇山荣次的«新说教授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３年);长谷川乙的«教授学

原理»(«教育世界»１９０５年２－３月,第９３、９４、９５号);神保小虎的«应用教授学»(山西大学堂译书院,

１９０５年),等等,均涉及“五段形式教学阶段”.
除上述译著之外,国人编写的教育学和教授学(法)讲义、教材均成为“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重要理

论来源.如１９０１年,湖北省教育部编辑的«师范讲义»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把它

作为训练师范生的基本内容.据笔者所查,这是国内最早介绍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书籍.
秦毓钧的«教育学»在“教授之阶段”一章中对赫尔巴特四段和五段教学法进行概述,然后说明“各学科之

性质不相同,概分五段于教授上之实施,不无窒凝.故后之言教授者,每变化阶段之作用以求其适

当”[１３].换言之,作者根据学科性质不同对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进行改编,把“知识类”科目的

教学过程分为“预备、教习和应用”三段,把“技能”科目分为“预备、示范和练习”三段.张毓聪在«教育

学»中论述“教授之阶段(教段)”内容时,认为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即后世五

段教授之滥觞也”[１４].作者把孔子作为教学过程的肇始者,但是在教授学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教学过程

始于“海尔巴德氏(赫尔巴特)”四段教授法及其弟子莱茵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认为“莱茵氏承启氏

说,重加修订.颇适于教授实际.氏据心理上发达之理法分为三段即直观、概念、应用是也.自三段细

分之则为五段,即预备、提示、连接、总括、应用是也”[１４].说明莱茵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源于赫尔巴

特“四段形式教学阶段”.最后作者以莱茵“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为基础,依据教材的性质和儿童的心理

发育程度对所授教材的教授方法(顺序)进行详细阐述.谬文功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文明书局,１９０６
年)系国人较早自编的教育学教科书,在论述教授章节内容时,有关于“教式”的阐述.此外,其他教育学

著作,如张子和的«大教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４年)、周维城的«实用教育学讲义»(上海中华书局,

１９１５年)、王炽昌的«教育学»(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２年)、朱兆萃的«教育学»(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２年)等
均涉及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介绍.

从国人编写的教授学(法)教材看,如朱孔文的«教授法通论»,“这是我国自编最早的教授法教

材”[１５].作者在序言中阐明:“一是我国教授法,而非外国教授法;二是国民教授法,而非个人教授法;三
是活用教授法,而非死煞教授法.”[１６]４该书“教授之方法”章节论述了“教段”,即“依儿童心理之发达而定

自然之顺序谓之教段”[１６]５,作者认为,教段有两类,即裴斯泰洛齐的三段法(直观、概念和应用)和莱茵之

五段法(预备、提示、比较、概括、应用),并对两类教段进行比较后,选择适合我国各科教学实际情况的教

段,即莱茵的“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此外,其他教授学(法)教材,如湖北留学生编的«教授学»(湖北学务

处,１９０５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的«教授法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３年);蒋维乔的«教授法讲义»
(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６年);钱体纯的«教授法»(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７年)等,均涉及“五段形式教学

法”的内容.从国人编写的教育学和教授学(法)教材中关于“教段”的介绍来看,其形式虽然与赫尔巴特

学派“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有区别,但正如俞子夷回忆:“日本通行的一套,本质虽不出五段法窠臼,但实

施方式却不呆用五段法术语.有些科目,有些教材,很难用五段的框子硬套,似亦有些变通办法,例如有

主张四段者,更有主张三段者.”也就是说,“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传入国内,国人对教学过程进行改编,使
之适合国内各科教学.但是不管怎样改编,其“基调始终保持不变”[１１]４７９.

总体而言,以教育学及教授学(法)教材为载体,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开始融入到我国教学

理论中,为其传播和推广打下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以“课堂教学”为实践场所

清末学制的颁布确立了班级集体教学组织形式,为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导入客观上提

供了可以依赖的实践场所.１９０４年,«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颁布,规定初级师范学堂科目包括“教育

史、教授法、教育法令、学校管理法等”.并规定师范生于附属小学进行教学法练习.而“师范各科教员

及附属小学堂长与教员,务须会同督率师范生监视其授业,品评其当否,且时自教授之以示模范”[１７].
于是,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随着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法等科目的普遍开设和教学实习而进入

课堂教学中.“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对当时的小学教学法有很大影响,据近代教育家俞子夷回忆:“首次



大战前,小学教授法主要从日本输入,而其内容与本质主要是基于五段法的一套.”[１１]４７８“自前清创设学

校,规定教科,小学教员始知演习教授方法.当时赫尔巴特之阶段教授法传入中国,小学教员皆‘奉之为

圭皋’.虽实际上或用五段,或用三段,不免变通之点,然其教授之原理,均以赫尔巴特派之学说为依

据.”[１８]当时清政府曾把教师讲课时是否按“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教授作为衡量各地办学水平的标准之

一.俞子夷回忆:“初时过程的建立,均参照五段法理论.周维城最善运用,处处以是否合五段法为衡

量、取舍标准.但后来师范生与一般教师只对过程有兴趣.”[１１]４７９“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也被运用到私塾

教学中.因此,自“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传入我国以来,便成为新式学堂的主要教学方法,曾被视为“科学

教学法”的代名词.
(三)以“教案”为组织形式

所谓“教案”,是指“教师为其课业之准备,乃最其概要,造为教案.不徒以表教师之知识,且以示教

授之方法.不徒以记将欲教授之事实,且以明教授之条理􀆺􀆺故教案中最要之部即可为教师之考案也.
至其体裁,则勿繁勿潦,举其要项,述其苦难,使用明了之解说,开发观念之要道,指点铭刻之心象”[１９].
这段话对教案的性质及体裁进行了概述,即教案主要是为了教师上课做准备,并按照一定的体裁进行编

写,以便教学的开展.如前所述,在«教授学»文末,作者附录６科教案,这些教案为莱茵编写(物理教授

案系林德遵编).教案的形式主要根据莱茵“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编写而成,即为“目的—大意—题目—
方法(教学程序)”等式样.这些教案范本为我国教师实际运用“五段形式教学阶段”提供了直观的参照

系,使当时的中国教师能仿照这些教案进行具体课程设计.“五段教学法注重教案之编制.”[２０]据俞子

夷回忆:“南通师范第一班毕业之师范生.有时则忙于做教案,教案之工作,比作任何文章都难􀆺􀆺此项

教案编竣时,绞尽脑汁,然而缴与日本教师,终被驳斥得体无完肤,发下重做,最后修改完结,差能交

卷.”[２０]据资料记载,«教授学»发表三年后,国内教师开始运用“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编写上课指导书,也
就是“教案”,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教学参考书.１９０５年,中国教师“运用‘形式教学阶段’的原始教案,分
别为直隶张景山的历史教案、直隶王书堂的修身教案”[１２],这两个教案的编写分为“预备—提示—总

括—应用”四部分.且每一阶段都是以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回答的形式出现的.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

“‘由问答式,行五段教授法’,这就是‘形式教学阶段’最初的中国实践形态”[１２].这即是由孔子式问答

法与赫尔巴特五段法结合而形成的一种中国式的“教学阶段”.
除教师上课自编的教案外,教案也发展成为教科书的必备材料.“前清末造,初兴学校的时候,真不

知道教授法为何事􀆺􀆺所以当时官私编辑的小学教授用书,以及各小学实用的教授方法,殆无一不是适

用五段教授法原理的.”[２１]当时中学所采用的教学法,“其教授之良否,则纯视教材之是否丰富,说明之

是否透辟为断.总之,学生所得,殆出自教授之授与.”[２２]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每次出版教科书时,“内地

教员多不知应用方法,于是每出一册,皆按照三段教授法次序加入练习、回答、联字、造句等,编辑教授

法.而教授法销行之数目,渐见发达.”[２３]俞子夷回忆:“书局竞编小学课本􀆺􀆺而且教科书外,必备一

套教师用的教授书,这又非真内行不可.教授书极详备,每课均有长篇教案,连同习题,教师可拿了径去

上课,不必备课􀆺􀆺这样,教授书销到哪里,那套教法也推行到哪里,传播面最广.”[１１]４７７这种教学参考

书成为教师上课的重要资料来源,一直影响到我们现今的教师教学.此外,为推广五段形式教学,当时

«教育杂志»和中华书局竟相刊文征集教案.从教案内容看,主要以“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为依据编写,但
也有一些会根据各科实际情况有所变动,或变为三段、四段等.因此,通过教师自编、政府倡导,使“教
案”发展成为中国特有的“教学参考书”,成为教师推广“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的合法渠道.

总而言之,通过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笔者分析了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由日本导入我国

的文化特征与实践形态.赫尔巴特“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以心理学为基础,第一次构建了教学过程模式,
解决了从个别教学向班级教学后如何有效地向更多学生进行班级教学的问题.“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因
其操作性、程序性和实用性强,适应清末从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时期缺乏正规师资训练、教师水平

较低的情形,使其迅速被国人知晓并运用于教学中.“五段形式教学阶段”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学习的

心理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知识的讲解,便于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这较传统教育方式有很大的进



步.尽管在教学中主要以教师为中心,过于形式主义,但是这种教学方法一直成为班级课堂教学的重要

组织形式,一直影响到现今的课堂教学.可以说,“五段形式教学阶段”传入我国后,以“教材”为载体,以
“课堂教学”为实践场所,以“教案”为组织形式,进一步深入全面地渗透到整个教学过程中,促进了清末

民初我国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师资培训和教材内容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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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roductionandPromotionofHerbart􀆳s“FiveFormalTeachingSteps”
intheLateQingandEarly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

———WithTakehikoYumoto􀆳sTeachingMethodologyasaCase

XIAOJuＧ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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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１９０１,throughtheintroductionofEducation World,thefirsttranslatedteachingmonoＧ
graphTeachingMethodologybyTakehikoYumotowasintroducedintoChina．Thus,Herbart􀆳s“five
sectionsintheformofteachingstage”alsobecameknownbyChinesepeople．Sincethen,translation
andcompilingofeducationandprofessorshiptextbooks,theapplicationofthemethodsinclassroom
teaching,andtheeditingofthelessonplanshavegreatlypromotedthespreadof“fivesectionsinthe
formofteachingstage ”inChinaandenhancedthe modernizationprocessofChineseeducation．
ThroughatextualanalysisofthebookTeachingMethodology,thispaperaimstoinvestigateintothe
how Herbart“fivesectionsintheformofteachingstage”wasintroducedanddeveloped．
Keywords:TakehikoYumoto;TeachingMethodology;Herbart;FiveFormalTeachingStep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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